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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与儒家社会主义

The Rule by Virtue and Confucian Socialism


最近新加坡和中国发生的两件事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和学术界的相当的兴趣，这两件事都和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儒家在新时代的作用有关。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在瑞士达沃斯(Davos)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数落了儒家在现代社会的不足。他认为儒家的一些价值已经过时，并且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的障碍。自七十年代以来，李光耀一直是亚洲价值的提倡者。用亚洲价值来弥补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消极面也是新加坡政府一贯的政策。现在李光耀一改从前持之以恒的态度，反过来批评儒家价值观。李光耀的言论马上导致了媒体的骚动。美国《新闻周刊》甚至发表了以“李光耀改变信仰”为题的文章。


但在儒家起源的中国，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今年年初，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大谈他早先就提出的德治思想。江泽民认为中共尽管一直在提倡法治，但仅有法治是远远不够的，法治还必须辅助于德治。德治统治中国数千年，有它合理的地方，中共应当把它们继承下来。自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以来，儒家在中国大陆一直受到打压。中共对儒家的政策更是尽人皆知，49年以后，毛泽东费尽心机想摧毁儒家。那么，现在江泽民为什么要重提儒家的德治呢？一般认为，江泽民这样做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一种能够迎合现代社会的儒家社会主义。但是，什么是江泽民的政治理性呢？


一句话，德治的政治理性是为了回应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衰落状态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在九十年代初，邓小平为了让党政干部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对意识形态问题实行“不争论”的政策。这种方针有效地左派人士对改革的干扰，有效的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很多消极的后果，包括意识形态的衰落、党政官员中间政党认同感的消失、各种相当自由化的“主义”的崛起等等。没有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约制，党政官员中间的腐败越来越盛。更有甚者，在近年，很多官员参与了中共视为是邪教的法轮功。


如何应付因为党的意识形态衰落而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这一直是具有非常争议的课题。在中共十五大以前，乔石提出了法治的理论。乔石认为党内各种消极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本身站在法律之上，不服从法律制约的结果。法治的精神是要求党本身受制于法律。在党的十五大，中共接受了乔石的法治思想，并把法治确定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但是，这一目标的提出和法治运动的推展并没有使中共党内的腐败情况有所改善。江泽民于是回到了中共习惯上使用的“政治”方法。在十五大以前，江泽民提出了“讲政治”的概念，后又发展成为“三讲”（讲政治、讲正气和讲学习）。无论是“讲政治”运动还是“三讲”运动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它们都是从消极层面要求官员不能做什么，人们仍然不知道党的目标是什么。因此2000年初，江泽民有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从正面提出了中共新的发展方向。


从“讲政治”到“三个代表”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九十年代意识形态复兴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江泽民在确立其理论过程中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共在为自己的转型而努力。从十四大以来，中共已经确定了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制度发展的目标。市场经济在大陆的发展不可说不迅速，但政治方面则不同。市场经济要求一种和中共传统政治体制全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但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显然是不可能的。


结果，中共的政治统治能力每况愈下。党内的腐败和来自社会的挑战，两方面的结合给中共带来了莫大的政治压力。这也是江泽民提出德治的政治背景。就是说，中共试图用传统儒家价值来抵消控制甚至消除由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和致命的后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上“德治”，或者说儒家社会主义就成为中共所期望的制度。


问题是德治或者儒家能否真能应付市场经济发展的后果吗？在七、八十年代，新加坡为了应付过渡的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带来的消极面，大力提倡儒家精神，甚至把儒家作为学校的课程。在很大程度上说，新加坡实行的是儒家资本主义。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这种儒家资本主义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来。近年来，李光耀不断修正其有关儒家的思想。在实际政策层面，新加坡也在转型，向更进一步的法治化和公开透明化方向发展。这也是李光耀在达沃斯批评儒家价值的背景。


江泽民提出德治也显然包含有新加坡当年提倡儒家精神的意图。儒家社会主义能否在中国发生作用是令人怀疑的。李光耀一直致力于法治社会的建设，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典型的法治社会。但即便如此，新加坡也感受到了来自资本主义式全球化的巨大的压力。在中国，法治社会还处于一种理想状态，如何建立和市场社会相适应的法治仍然是当务之急。德治概念的提出明显是针对法治建设的困难的。如果法治建立不起来，德治就不会有任何制度上的支持。如果德治最终替代了法治，那更会是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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